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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既有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的研究以居住空间研究为主，关注低收入者受到的住房与社

区隔离，难以刻画低收入者在整日尺度面临的时空制约。行为空间作为行为地理学与时间地

理学的重要概念，为描述低收入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移动性与可达性相关的问题提供了

有力的工具。本文提出利用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共同描述居民行为空间，分析低收

入居民在时空可达性和实际利用城市空间能力上的劣势。基于2012年北京市上地—清河居民

活动与出行日志，利用路网分析、最小多边形分析等方法刻画居民每日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

活动空间。通过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比较，发现低收入居民比其他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

活动空间都要小。进一步构建模型分析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的影响因素，发现包括

收入在内的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空间属性和行为属性对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存在影

响，但是二者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行为空间的测量有利于增进对于不同群体社会分异与

空间隔离的认知，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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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困境一直以来是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城
市社会分异与空间重构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低收入群体面临的社会隔离与
边缘化问题。从居住空间的角度，国内外学者对于低收入居民面临的住房分异[1-2]、贫困
集聚与社区隔离[3-5]、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6-8]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低收入居民面临
着严重的空间困境。

国外前沿研究指出，相比于居住空间，低收入居民在日常出行中面临的空间困境可
能更为重要。在城市流动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居住空间的分异已经不能反映不同社会
群体空间不平等的全貌[9-11]。居民在城市中生活，不仅受到本社区建成环境与社会群体的
影响，更受到日常出行中所能达到的区域和遇到的人群的影响。因此，行为空间作为居
民活动与出行行为的度量，在国外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的研究中日益重要[12-14]，但是国内
研究较少关注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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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国外研究一般分别采用潜在活动空间和
实际活动空间分析行为空间。潜在活动空间衡量个体在一定时空制约下能够达到的最大
空间范围[15-16]，代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时空可达性。现有研究发现，性别、就业状况、时
空制约强度、社区建成环境都会对潜在活动空间产生影响[15, 17-18]，但是对不同收入群体的
时空可达性研究不足[19]。实际活动空间是个体在日常活动过程中所经过的所有地点的集
合[20]，是用来描述个体对城市空间的利用情况和移动能力。已有研究发现，收入水平、
性别、年龄、社区建成环境、工作时间等都会对实际活动空间产生影响[13, 21-24]，但是收入
水平对实际活动空间的影响存在争议。潜在活动空间与实际活动空间分别度量了个体的
时空可达性与实际利用空间的水平[25]，代表了行为空间的两个侧面，对于衡量低收入群
体受到的空间困境与社会排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现有
研究往往仅单独分析潜在活动空间或实际活动空间。另外，现有研究仅关注了西方汽车
出行背景下的行为空间[15, 24]，并且对于“低收入居民行为空间更小”这一研究结论存在
争议[13, 17, 21-24]。因此，本文将以北京市近郊为案例，结合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综
合衡量不同收入居民的行为空间特征，贡献于基于行为空间的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研究。

相比而言，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不同收入群体的行为特征差异。研究发现：随着保障
性住房向城市边缘的集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职住空间不匹配，通勤距离远
高于城市平均水平[26-31]；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时间长、休闲时间短，特别是休息日的家外休
闲活动较少，而且以近家型休闲为主，表现出活动时间的破碎化[32-35]；低收入群体往往汽
车出行比例更低、非工作出行距离更短，日常出行面临着严重的制约[23, 25-26]。总体而言，
相比于其他群体，低收入者面临着更多的时空制约，导致其在移动性和可达性上的劣
势。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行行为，而正面分析低收入居民行为空间的研究比
较少，因此难以解释低收入居民行为空间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以2012年北京市上地—清河居民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居民的潜在
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比较不同收入群体活动空间的差异，探讨低收入居民经历的
日常活动相关的空间不平等，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活动空间的影响因素，以为城市
规划提供政策建议。

2 研究区域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选取北京市近郊上地—清河地

区作为研究案例。案例地区位于北京市
西北近郊，紧邻北五环，共约 16 km2，
常住人口约 24万（图 1）。该地区是北京
市快速发展的近郊地域之一，也是北京
市疏散中心城区人口的重要居住组团。
人口构成多样、居住空间复杂，包括了
单位社区、城中村、保障性住房、普通
商品房、高端商品房等多种类型社区。
2.2 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2年 9-12月间在
上地—清河地区实施的北京居民日常活

图1 上地—清河地区区位
Fig. 1 Locations of the Shangdi-Qing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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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交通出行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调查对上地—清河地区除城中村、部队大院外的23个
社区以及上地信息产业基地19个典型企业进行抽样，采用位置感知设备、互动式调查网
站、面对面及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活动日志调查。其中按照社区人口0.5%~1%的
比例，通过社区居委会选取543个居民样本。每个样本的调查时间为一周，调查内容包
括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一周的活动日志及GPS轨迹。最终有效社区样本为480个。

根据研究目的和调查数据情况，本文按
照如下要求筛选样本。首先，要求所选样本
为有就业的年龄在 20~60 岁之间的社区居
民。其次，将活动日志数据与 GPS 轨迹在
ArcGIS 10.2 中进行关联，选择活动日志完
整、轨迹质量较好的样本。再次，为便于潜
在活动空间的计算，选择完整填写每天活动
弹性评价并至少有两个固定活动的样本。根
据筛选条件，最终得到 243 名样本组成本研
究的基础数据库。其中，有效样本基本情况
如表 1 所示。女性略多于男性，平均年龄为
36 岁，87%的居民有北京户口，85%以上的
居民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87%的居民拥有
自己的住房，61%的居民家中有小汽车。

个人月平均收入水平低于 2000 元的占
12.5%，收入水平在 2001~4000 元的占 37%，
4001~6000 元的占到 22%，6000 元以上的占
到 27.5%。相比而言，北京市家庭就业者平

均月可支配收入为 5861 元①，按照五分法划

分标准，不同收入组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
3023元、4109元、5572元、6126元和 8245元。综合北京市就业人口可支配收入和本研
究样本收入分布，将月收入低于 2000 元以下定义为低收入、2001~6000 元为中收入、
6001元以上为高收入。

3 行为空间的测量

3.1 潜在活动空间的测量
潜在活动空间作为居民时空可达性的测量指标[25, 36]，是居民固定活动之间的时空棱

柱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影的面积（图2）。已有研究对于潜在活动空间的算法进行了大量的
探索，从基于几何学算法的标准椭圆测量逐渐发展到基于路网距离的GIS时空可达性地
理计算[17]。已有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汽车出行的时空可达性，并在算法中不断加入路网
结构、出行速度、最大出行距离等空间因素和设施开放时间、最小活动时间等时间因素
的考量 [16-17, 37-38]，直到近期部分研究才开始考虑基于公共交通的时空可达性 [39]。本文在
Kim等[17]2003年算法的基础上，结合本文调查数据的特点，综合考虑汽车、公共交通和
步行等多种出行方式，进行整日时空可达性的计算。

① 本数据根据《201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中5000户家庭人均总收入计算，计算方法为就业人口平均月收入=(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12)×平均家庭人数/平均家庭就业人口数

表1 被调查者社会经济属性
Tab. 1 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变量

性别

年龄

户口

个人月收入
(元)

教育程度

住房产权

汽车所有权

男性

女性

非北京户口

北京户口

≤ 2000

2001~4000

4001~6000

6001~10000

10001~15000

>15000

高中及以下

大专或大学

研究生及以上

自有住房

租住住房

有小汽车

无小汽车

样本数

111

132

36.24

32

211

30

91

55

44

9

14

30

146

67

31

212

148

95

频率(%)

45.83

54.17

13.22

86.78

12.50

37.50

22.50

17.92

3.75

5.83

14.33

68.75

17.92

87.08

12.92

60.83

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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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活动空间的计算需要考虑
个体活动与出行的关系。其中一些
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难以改变，可
以称之为固定活动，例如工作活
动。这些活动会对其他活动的参与
（可以称之为弹性活动）产生决定性
的影响。因此，个体的时空可达性
会受到固定活动之间的时间预算和
出行能力的制约[17-18]。本文采用时间
固定性和空间固定性的主观评判作
为固定活动的划分标准。在问卷中
采用五级量表的形式询问居民每一
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可以改
变，1为非常容易改变，2为比较容
易改变，3是一般，4是比较难以改变，5是很难改变。将时间固定性和空间固定性都≥ 4
的活动作为固定活动，将两个固定活动之间的时间作为自由活动时间Total_F（图2）。

在自由活动时间内个体能够到达的区域就称之为一次潜在活动空间（也称为潜在路
径区域，Potential Path Area, PPA）（图 2）。PPA的面积一般比居民实际到达的空间大得
多，因为它包含了居民在一定时空制约下可能到达的所有路线和地点[18]。将居民一天内
所有的 PPA 进行空间叠加，得到的区域就是居民整日的潜在活动空间（Daily Potential
Path Area, DPPA） [17-18]。

本文采用ArcGIS 10.2的路网分析进行DPPA计算，具体算法如图3所示：① 计算自
由活动时间预算Total_F。② 按照车辆拥有情况，假定居民会选择最快的交通方式，即有
车的居民使用汽车出行、没有车的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并按照高峰时段设定出行速
度。根据2013年北京交通发展报告，汽车早高峰（7:00-9:00）平均速度为26.0 km/h，晚
高峰（17:00-19:00）为 23.5 km/h，其他时间按 45 km/h，地铁公交等高峰平均速度为 15
km/h，其他时间按 25 km/h。③ 根据两个固定活动的地理坐标，用 ArcGIS 的 network
analysis tool计算两个活动的最短路网距离Short_D。④ 根据活动分析法，居民的交通出
行是由活动需求引致的。因此，假定居民进行弹性活动的最短时间Total_A为30 min，那
么自由活动时间Total_F = 出行时间Total_T +活动时间Total_A，计算所有固定活动之间
的出行时间。⑤ 设置一个最大出行时间界限MAX，根据北京市交研中心报告，汽车出
行设置为90 min，公交出行设置为120 min，如果Total_T ≥ MAX，将MAX设为总出行
时间，按照总出行时间计算可能的出行距离Total_T×speed = Total_D。⑥ 进行判别，如
果Total_D ≤ Short_D，说明这段时间不可能完成自由活动，运算结束；如果可以完成自
由活动，则开始计算PPA。⑦ 按照公用设施 k来计算，用网络分析方法计算从 i到 k和 k
到 j的距离，找到 ik+kj ≥ Short_D并且 ik+kj ≤ Total_D的所有设施，用最小多边形方法计
算包围这些节点的最小多边形面积为PPA，并将每个人一天的PPA进行空间叠加，得到
DPPA。最终得到212个居民453天的不为零的DPPA。
3.2 实际活动空间的测量

对于实际活动空间的测量有多种方法，例如置信椭圆法、最小多边形法、密度插值
法、最短路径分析法、缓冲区法等 [13-14, 21-24, 40]。本文采用最小多边形方法进行计算：在
ArcGIS中计算将居民整日所有GPS点包含在内的内角不超过180o的最小面积作为实际活
动空间的范围。虽然此方法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可能超过个体日常活动的实际范围、多

图2 潜在活动空间模型
Fig. 2 Model of potential pat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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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形边缘区域的一些活动空间没有
包含在内等[41]；但是它展现了个体日
常活动点的空间轮廓，因而被广泛
用于实际活动空间的测量中。
3.3 案例分析

根据以上算法，选取一个在城
市中心就业、使用汽车通勤的男性
样本作为案例进行说明。该样本在周
一共有 3个自由活动时间，分别是：
8:25-9:00从家到工作地，9:20-9:55在
两段工作活动中出行，12:00-22:00
下班回家（图4）。根据图3的计算流程，分别计算不同时段的PPA。首先该居民在早高
峰开车上班，速度设为 26 km/h，假定他要完成一个 30 min的自由活动，那么总出行时
间仅为5 min。使用网络分析计算他家到工作地的最短路径，发现最短路径大于假定条件
下的出行距离，该居民在这个时间内无法完成自由活动。其次9:20-9:55之间，居民为非
高峰汽车出行，按照出行速度设为45 km/h、出行时间5 min进行最短路径计算，发现出
行距离大于最短距离，说明居民可以完成一个出行并进行自由活动，计算得到PPA1面积
为24 km2。最后从12:00到22:00，该居民有10 h自由时间。按照时间中点选择非高峰汽
车出行速度，并限制最大出行时间为 120 min，计算得到PPA2面积为 565 km2。之后在
ArcGIS中使用空间叠加计算居民整日潜在活动空间DPPA面积，为565 km2。相应的计算
该居民所有GPS点的最小凸多边形，得到实际活动空间面积13.75 km2。

4 不同收入群体的行为空间差异

本文利用洛伦兹曲线刻画居民行为空间的特征，横轴表示按照行为空间面积由小到
大分组的人口累计百分比，纵轴表示行为空间面积的累计百分比，而弧线表示了行为空

图3 潜在活动空间测量流程图
Fig. 3 Flow chart for calculating potential path area

图4 行为空间计算案例
Fig. 4 Case of behavior space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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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反映了行为空间的不平等程度，弯曲程度越大，行为空间
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反之亦然。图5可以看出，实际活动空间比潜在活动空间的不平等
程度更大。实际活动空间面积最小的 50%居民的实际活动空间面积之和不到总体的
10%，而面积最大的 10%居民的实际活动空间面积之和超过了总体的 50%。说明有相当
一部分居民的实际活动空间面积很小，而一小部分居民的活动空间面积远大于其他居
民。潜在活动空间相对比较平均，面积最小的50%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面积之和占到总
体的15%左右，而面积最大的10%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面积之和占总体的20%。

比较不同收入群体的行为空间
差异，也反映了不平等特征。低收
入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
空间都低于中高收入居民 （图 6）。
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
平均潜在活动空间面积为 951 km2而
实际活动空间面积为 20 km2，比月
收入 6000 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分别
少261 km2和13 km2。

从不同收入群体的行为空间洛
伦兹曲线看（图 7），行为空间面积
在不同群体内部也存在差异。潜在
活动空间在不同收入群体内的不平
等程度相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
体的洛伦兹曲线分布几乎重合。相
比之下，高收入群体内部的活动空
间不平等程度略低于中低收入群
体，活动空间面积最大的 30%居民
的面积总和占到了总体的 50%以
上。而实际活动空间在不同收入群
体内的不平等程度差异较大。特别
是低收入群体，活动空间面积最小
的 80%居民的实际活动空间面积之

图5 行为空间的洛伦兹曲线
Fig. 5 Lorenz curve of behavior space

图6 不同收入群体的行为空间比较
Fig. 6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space among income groups

图7 不同收入群体的行为空间洛伦兹曲线
Fig. 7 Lorenz curve of behavior space by incom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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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到总体的20%，说明大部分低收入居民的实际活动空间面积很小；其次是高收入群
体；而中收入群体的活动空间不平等程度最低，活动空间面积最小的80%居民的实际活
动空间面积之和占到总体的 30%。总体来看，低收入中大部分居民活动空间面积很小，
在实际利用和可能利用的空间范围上都处于弱势，但是也存在群体内部的差异，这些差
异可能来自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和活动因素的影响。

5 行为空间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分析收入对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的影响，本文分别以居民的潜
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面积作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分析，自变量为居民主要的社
会经济和空间属性，包括个人月收入、性别、年龄、家庭结构、居住社区及其周边设施
状况、工作地区位及其周边设施状况、时空间固定性以及工作时间等（表2）。模型整体
的拟合优度分别为15.57%、18.97%，总体来说拟合优度处于可接受但是比较低的范围，
说明除了这些社会经济与空间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模型中没有考虑到，比如个体
决策偏好等。

收入对个体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低收入居民
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面积都小于高收入居民，说明低收入居民确实经历了行
为空间困境。性别仅对实际活动空间有显著影响，女性的实际活动空间小于男性，这可
能是由于女性受到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时空制约更大，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
利用的城市空间有限。但是男性和女性的潜在活动空间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女性的时空

表2 行为空间的回归模型
Tab. 2 Regression models of behavior space

个人月收入(参考变量：高收入)

低收入

中收入

女性(参考变量：男性)

年龄

家庭结构(参考变量：单身)

已婚无小孩

已婚有小孩核心家庭

已婚有小孩扩展家庭

住在单位社区

家周边设施密度

工作地周边设施密度

家到地铁站的距离

工作地到地铁站的距离

本地就业

工作时间

收入×工作时间

收入×工作时间

空间固定性

时间固定性

截距

R2

模型1：潜在活动空间

系数

-341.09

-195.40

-73.13

-0.92

270.85

253.78

248.25

-18.52

3.60

-2.85

24.70

-41.31

127.13

-0.56

56.93

-154.77

1504.15

0.1557

显著性

0.023

0.041

0.369

0.880

0.071

0.090

0.130

0.845

0.013

0.042

0.656

0.177

0.165

0.090

0.002

0.000

0.000

模型2：实际活动空间

系数

-83.42

-111.56

-14.30

-0.97

20.82

13.68

18.48

12.37

0.21

-0.14

-9.63

3.51

-24.27

-0.26

0.13

0.21

202.01

0.1897

显著性

0.005

0.000

0.009

0.020

0.040

0.174

0.096

0.053

0.031

0.140

0.010

0.089

0.000

0.000

0.06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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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不一定低于男性。年龄同样仅对实际活动空间存在负向影响，即随着年龄增加实
际活动空间减小。家庭结构对居民的潜在和实际活动空间都有显著影响：相比未婚居
民，已婚无小孩居民的行为空间更大，有小孩已婚居民的行为空间与是否跟老年人住在
一起有关。说明相比于未婚居民，家庭资本和家庭责任会增加已婚居民的日常出行能力，
而已婚居民内部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小孩和老人等家庭成员的影响[42]。住在单位社区的居
民实际活动空间更大，但是潜在活动空间没有明显差异。随着单位制度转型，单位职住接
近的特征逐渐消失，居民利用城市空间的范围开始扩大。本地就业对实际活动空间存在
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潜在活动空间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本地就业减少了居民
受到的时空制约，给了他们更多的活动的可能性，但是居民不一定实际从事这些外出活动。

建成环境因素对行为空间也有影响。家周边的设施密度越高，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
活动空间都更大。这可能是由于设施密度高代表了该社区的空间区位更好，更有利于居
民开展家外活动。工作地周边的设施密度越高，潜在活动空间越小。家到地铁站的距离
越远、工作地到地铁站的距离越近，实际活动空间面积越小。这说明家和工作地虽然都是
日常生活的锚点，但是其作用的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家周边的交通便利有利于居民开
展远距离的活动，而工作地周边的交通便利、设施良好居民进行的额外外出反而将减少。

活动属性也会影响行为空间。工作时间越长，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
都越小。但是，对于中低收入居民来说，工作时间越长实际活动空间增加，说明参与工
作活动可能会增加他们对于城市空间利用的可能性，减少他们受到的社会排斥。而潜在
活动空间受到时空制约的影响更大，时间固定活动越多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越小而空间
固定活动越多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越大。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北京市上地—清河地区活动与出行日志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潜在活动空
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差异，构建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低收入居民的潜在活动空
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都小于其他群体，表明低收入群体在移动性和可达性方面处于劣势。

（1）本文提出行为空间对于研究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衡量低收入居民的空间困境
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引言所述，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住房分选过程使得低收入居民往往被
排斥在较好的住房和社区之外，而被隔离在贫困集聚社区之中，造成了社会分异与空间
隔离。因此，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问题的研究大多强调社区的重要性[1-5]。然而，当前社
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分异增强、生活方式差异出现，并通过对城市空间的利用表
现出来，因而行为空间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并将成为研究的前沿
和重要方向。

（2）本文使用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作为行为空间的两个维度。这两个概念
来源于时间地理学对居民个体整日行为的描述，分别表达了个体行为的时空可达性和实
际利用空间的能力[36]。本文利用ArcGIS 10.2的路网分析与最小多边形构建潜在活动空间
算法，用最小多边形分析实际活动空间。需要指出的是，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
的度量方法有很多种，并且算法在不断的演化，力图逼近最真实的行为空间。本文的研
究目的不在于方法的更新而是群体差异的比较，因此选择的是目前比较成熟的算法，并
根据研究数据进行调整。特别是潜在活动空间的度量，由于没有考虑公共交通线路、营
业时间等因素，可能造成计算出的潜在活动空间值偏大。

（3）本文发现不同收入群体在行为空间方面确实存在差异性，低收入居民表现出移
动性和可达性上的劣势。城市社会转型对不同类型居民带来的影响存在差异，相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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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低收入者更容易受到城市空间重构的负面影响[26-32]。一方面，低收入者就业能力较
弱，往往从事生活服务业等，导致其就业空间选择能力有限。在郊区化的背景下，他们
往往承受着长距离通勤[26, 28, 31]，时空间制约强，参加非工作活动的时间预算少，导致他们
潜在活动空间较小；另一方面，低收入者的出行强烈依赖于公共交通，导致其出行能力
较弱。由于郊区公共交通建设不足，低收入者的日常活动往往集中在家附近[32]，导致其
实际活动空间更小。因此，构建职住平衡、功能混合、交通便捷的社区空间对于提升低
收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4）本文发现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受到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空间属性的影
响，但是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中低收入、未婚、年长、不住在单位社区、家周边设施密
度低、家到地铁站距离远、工作地到地铁站距离近、在本街道工作、工作时间长的女性
居民实际活动空间小，而中低收入、未婚、家周边设施密度低、工作地周边设施密度
高、工作时间长、时间制约强而空间制约弱的居民潜在活动空间小。建成环境会显著影
响居民的行为空间，提升社区设施密度和交通便捷程度，是增加居民对城市空间利用和
提升居民时空可达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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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lemma of suburban low-income residents:
An analysis of behavior space among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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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low- income residents suffer from spatial inequality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urban geography and urban planning. Although most research related to this
question has addressed spatial segregation and spatial dilemmas in the context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inequality in daily activity
and travel behaviors. Particularly in a modern society with high mobility, behavior space is
believed to be a good index for measuring spatial inequality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this paper, we use a behavior space approach to study spatial inequality among income groups.
The study area is Shangdi-Qinghe, which is an inner suburban region with mixed social groups
and neighborhoods. Using a GPS- facilitated activity diary completed in Beijing in 2012, we
calculate individuals' daily potential path areas and activity spaces by using network analysis
tools and minimum polygon tools in ArcGIS 10.2. We compare the sizes of daily potential path
areas and activity spaces among income groups and fin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social
groups, low- income residents have smaller daily potential path areas and smaller activity
spaces.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such residents suffer from both an accessibility dilemma and
disadvantages in mobility. By constructing a regression model, we find that socio- economy,
urban form and activity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behavior spaces. Middle- and low-
income single residents have relatively small daily potential path areas and activity spaces.
Women, older residents, and those who do not live in danwei neighborhoods and residents who
work in local areas have relatively small activity spaces. Activity space and daily potential path
area are both positively related to facility density around one's home, while activity space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facility density around one's workplace. Residents who live far from
railway stations and work near railway stations have relatively small activity spaces. Working
hour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both daily potential path area and activity space.
Space- time constraints significantly affect daily potential path area. Certain planning
ap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time geography; daily potential path area; activity space; group differentiatio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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